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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期糧食增產政策下的肥料統制：台灣、日本與朝鮮	

黃仁姿1	

一、前言	

	 	 	 	若將農業資源分為「平時」、「戰時」兩種機制，「平時」可分為生產、流通、

消費等三個層面，亦即農業資源的生產，流通管道的建立，確保流通管道的暢通，

最後則是消費者取得農產資源。但是，進入「戰時」體制後，「平時」的「生產

－流通－消費」機制，由於總力戰的型態，為了支援戰爭，勢必將比平時生產更

多的資源。同時，必須由國家實施「統制」以確保資源，再基於戰爭策略的考量，

擬定優先順序，並實施不同程度的資源「配給」。因此，前述的機制將轉變為「增

產－統制－配給」。	

	 	 	 	在此脈絡下，本文將闡述日本政府與殖民地的戰時統制配給政策，同時希冀

呈現學界較少注意到的面向：戰爭時期帝國與殖民地政府，在整備經濟動員體制

的過程中，所謂的統制經濟雖是國家角色不斷強化，但由於國家欲實施統制經濟，

勢必得介入既有流通管道的整合，在國家介入的過程中，其實遭遇相當的抵抗與

反彈。從此角度，本文亦欲說明戰時總動員體制的複雜性，並試著討論統治官方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以建立統制配給的機制，而透過統制配給的實施，如何汲取

更多重要農業資源。最後，殖民地儘管同樣伴隨帝國而進入戰時體制，但是殖民

地政策與帝國政策之間，實仍存在不少差異性，即使殖民地被認為在戰爭時期，

由於戰爭的因素，在體制上有日益「準內地」化的傾向，2	但在所謂「準內地化」

的趨勢下，實際上仍可發現施行政策的過程中，出現殖民地與帝國的差序現象。	

	

二、日本農業生產資材的統制政策 

（一）農業資材的統制	

	 	 	 	戰時資源的統制與計畫，基本上是通過「物資動員計畫」來進行。3	所謂的

																																																								
1 國⽴政治⼤學台灣史研究所博⼠ 
2 近藤正⼰，〈殖民地主義的終結〉，《總⼒戰與台灣：⽇本殖民地的崩潰》（台北：國⽴
台灣⼤學出版中⼼，2014），⾴ 401-434。⿈唯玲，〈⽇治末期台灣戰時法體制之研究：從
戰時經濟統制邁向「準內地」〉（台北：台灣⼤學法律學研究所碩⼠論⽂，2008）。 
3 ⼭崎志郎，《戦時経済総動員体制の研究》（東京都：⽇本経済評論社,，2011）；⼭崎志
郎，《物資動員計画と共栄圏構想の形成》（東京都：⽇本経済評論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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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動員計畫，簡言之即為重要物資的需求與供給計畫，基本上以軍需生產為優

先的物資供給與分配計畫，因此物資動員計畫可謂戰時資源供需的核心。1937年

企畫院成立後，開始著手制定並於 1938年公布最初的物資動員計畫。依據 1938

年度的物資動員計畫，在需求項目大致分為：軍需與民需，而供給量則依照國內

產量及外國進口量加以計算。到了 1939年度的物資動員計畫，需求量則進一步

分成：陸海軍需、生產力擴充、往「滿支」輸出、輸出貿易材料、官需、民需等，

從戰爭初期迄戰爭結束這段期間，資源供需的優先順序，主要是以軍需、民需、

生產力擴充為重點。伴隨著戰爭的進行，戰爭期間逐漸出現物資生產不足與進口

不足的現象，而物資仍須以軍需為優先，因此只能大幅地壓縮民需項目的物資需

求。4	

	 	 	 	 1938年 8月，「東亞農林協議會」5確立「增產」方針，翌年公布「重要農林

水產物增產計畫」。1938年 12月，根據敕令第 740號第 1條：「為了維持增進伴

隨時局之重要農林水產物生產的綜合計畫，並且為掌管在農林水產經營上必要物

資的配給以及勞力需給的調整事務，在農林省設置臨時農村對策部」。6	臨時農

村對策部所掌管的兩大事務分別為：維持增進增產的綜合性計畫，以及農林漁業

所需的物資配給與勞動力調整，因此臨時農村對策部之下，設置計畫課、資材課、

肥料配給統制課等 3課，而肥料配給統制課在 1939年 5月，改組為肥料統制課。

同年 12月，資材課又進一步劃分為資材第一課、資材第二課，資材第一課主要

負責「農林用」資材事務，資材第二課則負責「水產用」資材事務。從農政史的

意義而言，由於戰爭的因素，這次首度將「農業資材」的概念明確化，同時由於

作為物資動員計畫的一環，「農業資材」遂成為政策的統制對象。7	 	

																																																								
4 ⼩林英夫，《帝国⽇本と総⼒戰体制》，（東京都：有志舎，2004），⾴ 127-133；岡⽥知
弘，〈農業⽣產と農家経済〉，《戦後⽇本の⾷料・農業・農村：戦時体制期》（東京都 : 
農林統計協會，2003），⾴ 82。 
5 東亞農林協議會，指的是 1938 年 8 ⽉農林省在東京召開的農業政策會議，主要是因應
當時⽇本帝國政府「⽇滿⽀」⼀體的經濟政策，協調當時⽇本殖民地及占領區內，農業
的⽣產調配。 
6 「時局⼆伴フ重要農林⽔產物ノ⽣產ノ維持增進⼆關スル綜合計畫竝⼆農林⽔產ノ經
營⼆必要ナル物資ノ配給及勞⼒ノ需給ノ調整⼆關スル事務ヲ掌ラシムル為臨時農林
省⼆臨時農村對策部ヲ置ク」，⾒《（⼤藏省）官報》，第 3575 號，1938 年 12 ⽉ 03 ⽇，
⾴ 65。 
7 岡⽥知弘，〈農業⽣產と農家経済〉，《戦後⽇本の⾷料・農業・農村：戦時体制期》，
⾴ 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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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爭期間，根據「物資動員計畫」，受到統制的農林水產用農業資材，除肥

料外，大致可分為幾類：如鋼鐵類、橡膠類、纖維類、石油類、化學藥品類、其

他等。8	伴隨著戰爭長期化的態勢，農業生產資材的統制問題，逐漸浮上檯面，

再加上日本農村勞動力的嚴重流出，因此如何確保農業生產資材，以達到增產計

畫的目標，便成為日本政府重要的農業政策議題。	 	

	 	 	 	 1939年的物資動員計畫發布後，民間各農業團體，如帝國農會、產業組合中

央會強烈要求日本政府，將農業用的生產資材，特別是肥料、飼料、農機具、石

油、煤炭、作業用衣料等，從一般民需中劃分出來，不再被列入於民需之中。結

果，在農業團體的要求下，農業用的生產資材雖得以從一般民需中劃分出來，但

也特別限定其供給量。9	除將農業資材獨立於民需之外，另外一個重要問題為配

給機關的問題。1939 年物資動員計畫，其主要重點在於如何對於所需物資進行

最合理的分配比例，勿讓物資流向動員計畫以外的用途，因此整頓配給機構，以

確保配給的狀況，即相形重要。至於配給方面，對於農業生產資材的配給機關，

是交由產業組合系統或由商業團體系統來負責，針對此一配給的主導權問題，則

引發產業組合與商人系統的嚴重對立，以及支持產業組合的農林省與支持商業團

體的商工省－這兩個官僚機構之間的對立。10	

	 	 	 	針對農業用的生產資材，從一般民需中特別劃分出來之後，農林省希望直接

交由作為消費者的農業團體進行配給，毋須再經過商人之手。然而，商工省認為

過去的物資約有 8、9成都是透過商人系統的流通管道進入農村，應該尊重商人

以往在配給上的流通地位。11	易言之，農林省希望將生產資材交由地方的產業、

漁業等組合系統進行配給，而商工省則希望由中小商人的商業系統，作為配給機

構。農林省與商工省對於配給機關的相異見解，在石油問題的配給上最為尖銳對

立，甚而引起石油業者發起擁護商權運動，與對立者的「農山漁民同盟」運動，

																																																								
8 岡⽥知弘，〈農業⽣產と農家経済〉，《戦後⽇本の⾷料・農業・農村：戦時体制期》，
⾴ 88-90。 
9 農村經濟調查局編，《⽇本協同組合年報第⼆輯：資材配給問題特輯專號》，（東京：農
村經濟調查局，1939），⾴ 13-19。 
10 農村經濟調查局編，《⽇本協同組合年報第⼆輯：資材配給問題特輯專號》，（東京：
農村經濟調查局，1939），⾴ 26-42。 
11 農村經濟調查局編，《⽇本協同組合年報第⼆輯：資材配給問題特輯專號》，⾴ 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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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生產資材的配給，最終成為政治問題。12	故從 1939年 5月決定物資動員計

畫以來，經過約半年後，農林省與商工省才達成協議，發布農機具與其他 9種資

材的「新配給統制要綱」。13	

	 	 	 	根據「新配給統制要綱」的內容，生產資材的配給，依據資材的種類，大致

分為三種配給原則：1.一元性地配給與需要者團體，如膠鞋（雨靴類）等；2.配

給數量按比例分配給有需要的團體（如產業組合、漁業組合）與商業團體，再由

他們配給，此類資材如地下足袋、棉製品等；3.需要者持配票證（切符制），得自

行選擇配給機關，如農機具、農藥、漁網綱等。14	在「新配給統制要綱」發布之

後，又陸續發布其他生產資材的配給原則，如石油、燈油輕油、農業用的釘、針

金、鐵線，農產、畜產用的罐頭空罐等資材。15	其中，爭議最大的項目仍為農業

用的石油配給，依據 1939年制定的「石油配給統制規則」，是由商工大臣指定石

油製造業者、輸入業者為統制會社，亦即「石油共販株式會社」，再由該會社直

接配給與全購連、全漁連，再由他們販賣給地方的縣購連、縣漁連，最終至農村、

漁村的需求者。16	

	 	 	 	依據上述，顯見配給權的爭奪是戰時統制經濟的一個重要問題，而受統制的

農業資材中，與生產量最為攸關的是為肥料與農機具。戰爭初期，由於農村勞動

力的嚴重流出，透過農業機械化的方式以填補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是日本政府考

量的一個手段，因此農機具在農業生產資材的統制，有一定重要性。如前所述，

除產業組合與商人兩大系統對於配給權的爭奪之外，以農機具為例，則另有農機

具的製造工業團體加入，因此配給權的爭奪則更為複雜。緣此，日本政府遂在

1940年 5月，以日本農機具工業組合為中心，將激烈對立的全購聯（產組）、日

本農機具商業組合聯合會（商人系統），再加上全漁聯，成立農機具配給株式會

社，試圖謀求配給權的一元化。1941 年太平洋戰爭之後，伴隨著農業資材的供

																																																								
12 農村經濟調查局編，《⽇本協同組合年報第⼆輯：資材配給問題特輯專號》，⾴ 42-74。 
13 農村經濟調查局編，《⽇本協同組合年報第⼆輯：資材配給問題特輯專號》，⾴ 74-
75。 
14 農村經濟調查局編，《⽇本協同組合年報第⼆輯：資材配給問題特輯專號》，⾴ 78-80、
267-278。 
15 農村經濟調查局編，《⽇本協同組合年報第⼆輯：資材配給問題特輯專號》，⾴ 279-287。 
16 兵庫県商⼯保安聯合会，《統制経済関係法規要覧》（神⼾：兵庫県商⼯保安聯合会，
1940），⾴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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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量越顯不足，統制則更進一步強化。農機具被視為農業生產資材的重點之一，

除了不斷頒布農機具用的石油消費規則外，農機具的相關生產工場，規模較大者

被指定為軍需生產工場外，其他中小型工場是被迫進行企業整頓。1943 年為謀

求農機具的生產配給一元化，進一步將日本農機具工業組合聯合會、農機具配給

株式會社合併，成立農機具統制會社。17	

	 	 	 	綜合來說，為配合 1939年「物資動員計畫」以及「重要農林水產物增產計

畫」，遂引發農業生產資材的需求優位及配給問題，而既有流通管道對於配給權

的爭奪戰，始終是戰時統制經濟的重要問題。農機具與肥料作為兩大重要農業資

材，更是統制的重點。農機具的統制情形已如前述，進一步將說明，配合農業增

產計畫，與增產極為相關的肥料，其統制配給的狀況。	

	

（二）肥料的統制配給	

	 	 	 	一般而言，肥料可分為無機肥料（化學肥料）、有機肥料（動植物性肥料）。

化學肥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漸次發展，進入 1920年代之後，隨著提煉技術

的提升而逐漸普及。日本在 1920年代中期，化學肥料的消費量已經超過有機肥

料。18	二次大戰結束前，日本的化學肥料主要以硫安、石灰窒素、過燐酸石灰、

加里塩等 4 種為要，動植物肥料則以大豆油粕、魚肥為要。19	在上述 4 種化學

肥料中，硫安與石灰窒素，日本尚有自行生產、自給自足的能力，而且石灰窒素

的原料－石灰石，日本國內本身即有。但是，過燐酸石灰與加里塩則是高度依賴

輸入：過燐酸石灰的原料磷礦石，主要依賴從美國、北非、南洋群島等輸入；加

里系肥料（鉀肥）9成以上都依靠從歐洲的德、法、義等國進口。至於有機肥料

部分，魚肥主要來自於樺太（庫頁島）20、北海道、近海、朝鮮等地，而大豆油

粕則來自於滿洲。21	

																																																								
17 農村議員同盟，《決戦期農林政策⼤綱》（東京都：農村議員同盟，1943），⾴ 81-84；
岡⽥知弘，〈農業⽣產と農家経済〉，《戦後⽇本の⾷料・農業・農村：戦時体制期》，
⾴ 92-98。 
18 岡⽥知弘，〈農業⽣產と農家経済〉，《戦後⽇本の⾷料・農業・農村：戦時体制期》，
⾴ 79。 
19 硫安即為硫酸銨、窒素肥料即為氮肥、燐酸系肥料即為磷肥、加⾥肥料即為鉀肥。⽯
灰窒素即氰氨基化鈣、過燐酸⽯灰即過磷酸鈣；⼤⾖油粕即⾖餅。 
20 本⽂中的「樺太」指的是⽇本在 1905 年所取得的庫⾴島南部，以下不另贅述。 
21 農村經濟調查局編，《⽇本協同組合年報第⼆輯：資材配給問題特輯專號》，⾴ 10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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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戰爭開始之前，日本 1936年即制定「重要肥料業統制法」，換句話說，

肥料在戰爭開始之前已然成為統制對象。依據「重要肥料業統制法」第 2條、第

3條，農林、商工省以省令頒布「重要肥料業統制法施行規則」，規定硫安、石灰

窒素、過燐酸石灰為統制肥料，並根據這些肥料種類別，分別設立各肥料製造業

組合。基於「重要肥料業統制法」第 6條、第 13條、第 18條，肥料製造業組合

得以決定：肥料製造總量、其組合員的分配數量、肥料的販賣價格，同時政府認

為有公益上的必要時，在其規定的期間內得限制肥料的進出口。緣此，農林、商

工省則頒布「硫酸安輸出入許可規則」。22	朝鮮總督隨後在 1937年 3月頒布「朝

鮮重要肥料業統制令」、「朝鮮重要肥料業統制令施行規則」、「硫酸安輸出入許可

規則」。23	相較於朝鮮，台灣總督則在 4月以律令頒布「重要肥料輸出入制限ニ

關スル件	」（重要肥料輸出入限制），以府令頒布「肥料ノ種類ニ關スル件	」（相

關肥料種類）、「台灣硫酸アンモニア輸出入許可規則	」（台灣硫酸銨輸出入許可

規則），統制種類僅以硫安為主。24	 	

	 	 	 	中日戰爭開始以後，帝國第72回臨時議會在9月頒布「臨時肥料配給統制法」。

依據「重要重要肥料業統制法」，政府得以強力干預肥料的生產、販賣，而「臨

時肥料配給統制法」則進一步賦與政府在肥料的販賣、使用、消費、移動以及進

出口方面，得為必要之命令。25	根據「臨時肥料配給統制法施行令」，11月成立

硫安的一元性販賣機關－「硫安販賣株式會社」，硫安製造業者必須將製品出售

給該會社，1938年4月制定「硫酸安增產及配給統制法」，基於考量國際收支平衡，

減少對海外的貿易依賴而積極增產的立場，同年7月將「硫安販賣株式會社」擴

大改組為「日本硫安株式會社」。12月過燐酸石灰也成為「臨時肥料配給統制法」

的適用對象，因此成立相應的配給中樞機關－「燐酸肥料配給株式會社」。至於

加里塩的中樞配給機關則是大日本加里株式會社，後來變更為燐酸肥料配給株式

會社，而石灰窒素主要由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及全國購買組合聯合會作為一元性的

																																																								
22 肥料界編輯部，《肥料関係法規類集》（東京都：三興閣，1937），⾴ 94、97-98、104-
105、143-149。 
23 肥料界編輯部，《肥料関係法規類集》，⾴ 151-169。 
24 《府報》，2965 號，1937 年 04 ⽉ 27 ⽇ ， ⾴ 130。 
25 肥料関係法規類集出版社，《肥料関係法規類集》（神⼾：肥料関係法規類集出版社，
1941），⾴第 3-1。 



	 7	

配給統制組織。26	

	 	 	 	 1938年 2月，農林省曾發布「關於肥料消費調整的通牒」，除獎勵自給肥料

的生產外，還將燐酸石灰、加里塩的供給量，壓縮至戰爭前的數量水準，更重要

的則是進一步企圖統制消費數量。因此，官方分別在同年 11、12月發表「肥料

配給割當制要旨」（肥料配給配額制要旨）、「肥料配給割當制度要項」（肥料配給

配額制度要項）。27	按照原先規劃，「肥料配給配額制度」是為配合農林增產計畫，

對於被列為增產的農作物，優先配給肥料，因此預計從 1939年度開始實施。但

是，產業組合與肥料商系統對於配給機構（配給權）、配額數量的搶奪，導致原

本預計 1月開始實施的肥料配給配額制，不得不往後延遲，而「肥料配給統制規

則」亦於 1939年 3月才被制定。28	

	 	 	 	依據當初方案內容，適用配給配額制度的肥料有：硫安、石灰窒素、過燐酸

石灰、加里塩等 4種單肥，後來則擴大到配合肥料（調和肥料）、化成肥料。所

謂的「肥料配給配額制度」是由農林省基於地方申請的需要數量，再考量過去以

及將來的農業生產成績，來決定各地方的配給數量，並將配給數量通知前述負責

4種肥料配給統制的中樞機關。單肥由這 4種肥料配給統制機關，分配給全購聯

與府縣肥料商業組合，而配合肥所需之原料，則分配給全購聯與配合肥料製造會

社。到了基層地方社會，則由產業組合與肥料零售商兩大系統負責，分配給農家。

29	由於配合肥料與化成肥料的種類繁多，比起備受政府強力統制的單肥，來得有

利可圖，而政府卻決策將限縮配合肥料的種類，並且對於化學肥料嚴格限制其生

產條件，遂引來肥料商人的強烈反彈。30	

	 	 	 	 1938年 12月，由商業組合中央會主辦的全國肥料商業組合各道府縣代表者

協議會召開，該會議的訴求有四項：1.希望暫緩配合肥料的限制；2.在配給管道

																																																								
26 農村經濟調查局編，《⽇本協同組合年報第⼆輯：資材配給問題特輯專號》，⾴ 106-109、
114-115；楠本雅弘、平賀明彥編集，〈戰時農林政策（昭和 14、15 年度）〉，《戦時農
業政策資料集》，第 1 集第 3 卷，⾴ 73。 
27 農村經濟調查局編，《⽇本協同組合年報第⼆輯：資材配給問題特輯專號》，⾴ 114-116、
133。 
28 農村經濟調查局編，《⽇本協同組合年報第⼆輯：資材配給問題特輯專號》，⾴ 141、
289。 
29 農村經濟調查局編，《⽇本協同組合年報第⼆輯：資材配給問題特輯專號》，⾴ 133-136。 
30 岡⽥知弘，〈農業⽣產と農家経済〉，《戦後⽇本の⾷料・農業・農村：戦時体制期》，
⾴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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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商人系統的肥料配給應先經由全國肥料商業組合聯合會（以下稱全肥商聯），

而非直接流通到地方的肥料商；3.對於產業組合與商人系統各自能分得的肥料配

給數量，依照過去五年內二者實際經手的數量為基準；4.反對農事實行組合的小

配合所再行增加。1939 年 1 月，為反對配額制度與排擠全肥商聯而成立的全國

肥料商協會（全肥商協），召開第一回大會，希望政府撤回配額制度，相對於全

肥商聯的暫緩訴求，全肥商協則全面反對實施肥料配給配額制度。31	

	 	 	 	相對於肥料商的反彈，產業組合與農會則希望政府能儘快實施肥料配給配額

制度，因此也在 1 月召開「全國農村產業組合會議」、「全國道府縣農會長協議

會」，發表「關於肥料對策的決議」、「儘速實施肥料配額制度的決議」，這兩份決

議都希望立刻全面實施配額制度，而全購聯也召開「全國道府縣購聯會長會議」，

希望政府相關機關應該立即實施配額制度，以及謀求肥料零售價格的合理化。32	

	 	 	 	圍繞肥料配給配額制度的問題，立場上各分成贊成與反對兩陣營，贊成方：

產業組合、農會，反對方：肥料商。贊成與反對的雙方在配額制度上激烈交鋒，

結果肥料商的反對運動遂又演變為「反產運動」（反對產業組合運動），而贊成農

村方立場的農林省，與贊成商業者立場的商工省，對於配額制度的推行也有種種

衝突，因此配額制度在 1939年的春肥上，完全來不及實施，直到 1939年 3月才

公布「肥料配給統制規則」。該規則主要重點：限制配合肥料與化成肥料的製造、

抑制肥料的販賣價格。關於前項，如受農林大臣許可的條件情形下，則其製造不

受限，其中移出朝鮮、台灣、樺太的配合肥料即是其一。頒布該規則的同時，政

府也宣布從 1939年 8月開始實施配額制度。33	換句話說，原本預計在春天實施

的肥料配給配額制，因為相關利害者的利益與意見衝突，延宕至夏天才施行。	

	 	 	 	既然政府已經決意實施配額制，因此待解決的問題僅剩如何協定產業組合與

肥料商的各自配額數量。從 3月到 7月，針對配額數量的問題，產業組合與肥料

商仍激烈對立，最後決定 8-12 月這段期間，產業組合分得 49%、商人系統持有

49.7％，地方府縣廳保留 1.3％的配額，觀察必要所需後，再追加數量給配給機

																																																								
31 農村經濟調查局編，《⽇本協同組合年報第⼆輯：資材配給問題特輯專號》，⾴ 144-145。 
32 農村經濟調查局編，《⽇本協同組合年報第⼆輯：資材配給問題特輯專號》，⾴ 145-148。 
33 農村經濟調查局編，《⽇本協同組合年報第⼆輯：資材配給問題特輯專號》，⾴ 150、
152-155；肥料関係法規類集出版社，《肥料関係法規類集》，⾴第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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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34	此外，肥料行政基本上也移交農林省專管，配給管道方面，屬於國策會社

的則由農林省專管，屬於商人組合系統的，其監督權仍屬商工省。35	

	 	 	 	 1939 年二戰的歐洲戰場開始後，伴隨著日本國內經濟、糧食供給情勢的變

化，肥料統制也有進一步強化與擴大的必要。因此，肥料統制對象擴大至有機肥

料，伴隨滿洲國的特產物專管制度，遂於 1939年 12月成立「有機肥糧配給株式

會社」，使得有機肥料也成為「臨時肥料配給統制法」的規範對象。36	同時在 1940

年 4月頒布「日本肥料株式會社法」，將「硫安販賣株式會社」與「燐酸肥料配

給株式會社」合併，而成立國策會社－「日本肥料株式會社」，同時化成肥料、

配合肥料也置於其轄下，因此「日本肥料株式會社」成為化學肥料的一元性統制

機關。其經營事業包括肥料的購買販賣、進出口、肥料的製造、投資、製造工場

的經營管理等，基本上是一元性地統攝化學肥料的供給與配給層面。37	 1944 年

農商省38更進一步推動農林水產關係機關的整備，因此日本肥料株式會社又決定

合併「有機肥糧配給株式會社」、「大日本燐礦會社」等兩社。39	至於肥料消費調

整方面，從 1940年開始，配合政府的積極增產計畫，肥料是以米、麥為重點主

義，優先配與糧食作物使用。40	

	 	 	 	中日戰爭開始後，配合國策，日本肥料的生產量比起 1930年代中期，呈現

增產的態勢。但是進入 1941年太平洋戰爭後，無論是化學肥料抑或有機肥料，

其生產量都急遽減少，化學肥料的部分，其產量高峰期為 1937年的 286萬噸，

1941年減為 270萬噸，1945年僅剩 34萬噸；有機肥料的部分，1939年為	 98萬

噸，1942年產量減少為 59萬噸，1945年僅剩 18萬噸。戰爭末期，由於生產設

備的老化、修理困難，原料、勞動力、電力的不足，以及生產移作軍需優先之故，

因此 1945年的肥料產量僅剩高峰期的 1成多左右，而肥料工廠也成為整備對象。

																																																								
34 農村經濟調查局編，《⽇本協同組合年報第⼆輯：資材配給問題特輯專號》，⾴ 165-167。 
35 岡⽥知弘，〈農業⽣產と農家経済〉，《戦後⽇本の⾷料・農業・農村：戦時体制期》，
⾴ 87。 
36 楠本雅弘、平賀明彥編集，〈戰時農林政策（昭和 14、15 年度）〉，《戦時農業政策
資料集》，第 1 集第 3 卷，⾴ 237。 
37 肥料関係法規類集出版社，《肥料関係法規類集》，⾴ 3-15、3-37、3-38。 
38 農林省與商⼯省在此時已合併為農商省。 
39 〈肥料統制三社統合〉，《台灣⾷糧經濟新聞》，1944 年 5 ⽉ 9 ⽇，⾴ 8。 
40 農村經濟調查局編，《⽇本協同組合年報第⼆輯：資材配給問題特輯專號》，⾴ 22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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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整體而言，化學肥料的統制強化約從 1939年開始，在肥料種類上，硫安、

石灰窒素往外地的移出量，首先呈現減少的趨勢；過燐酸石灰、加里塩則在 1941

年之後，往外地的移出量亦大幅減少。特別是由於美日通商關係的破裂，導致主

要依賴從美國、北非、南洋群島等輸入的磷礦石急減，使得過燐酸石灰的生產量

大幅下降，而 9成以上都從歐洲的德、法、義等國進口的加里塩，也因為歐洲戰

場的開始，呈現進口斷絕的現象，故生產也逐漸中止。42	其次，肥料的製造原料

也優先被運用於軍需生產方面，如火藥的製造等，也影響至肥料的生產。43	相較

於此，由於化學肥料的強力統制與減少，有機肥料則作為替代性肥料，故其產量

與輸移入曾出現短暫增加的趨勢，但在 1941、1942年以後亦大幅衰退。在「販

賣肥料」44不足的情況下，政府開始鼓吹「自給肥料」的政策，1942年公布「農

業生產獎勵規則」，透過補助金的方式，鼓勵農家堆肥。在中日戰爭前後，農家

單位面積所使用的肥料數量，販賣肥料與自給肥料約各占半數，1941 年自給肥

料的使用量約占 6成，1945年則占 9成。45	因此自給肥料在戰爭後期在農家的

使用上，越顯重要。	

	

三、戰爭前的台灣肥料界	

	 	 	 	由於 1930年代後半戰時體制的因素，使得「農業資材」的概念被明確化，

同時「農業資材」也成為戰爭時期的物資統制對象。肥料、農機具與其他農業資

材等的配給統制事務，原隸屬於殖民產局農務課的「農業調整係」所管轄	，1943

年底台灣總督府官制改正，殖產局改為農商局，原來的食糧局改為食糧部，置於

農商局轄下。46	除食糧課之外，農商局轄下設有農務課，農務課下有總務係、農

																																																								
41 岡⽥知弘，〈農業⽣產と農家経済〉，《戦後⽇本の⾷料・農業・農村：戦時体制期》，
⾴ 98-99。 
42 岡⽥知弘，〈農業⽣產と農家経済〉，《戦後⽇本の⾷料・農業・農村：戦時体制
期》，⾴ 98-109。 
43 樋⼝雄⼀，《⽇本の植民地⽀配と朝鮮農民》（東京都：同成社，2010），⾴ 81-83。 
44 販賣肥料指的是相對於農民可⾃⾏堆肥的⾃給肥料，需透過⾦錢購買⽅可得的肥料。 
45 岡⽥知弘，〈農業⽣產と農家経済〉，《戦後⽇本の⾷料・農業・農村：戦時体制期》，
⾴ 98-109。 
46 「台灣總督府官制中改正（電報揭載）」，《台灣總督府官報》，第 499 號，1943 年
12 ⽉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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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係、農業資材係、農產第一係、農產第二係、農產第三係、及畜產係，總計 7

係。其中農業資材係的業務內容為肥料、農機具、農藥及種苗的配給統制，47	因

此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農業資材，可說以肥料、農機具、農藥等三種類為要，

其中又以肥料最為重要。如前所述，肥料種類可概分為有機肥料、無機肥料，而

在台灣流通的肥料，以供給來源而言，則分為販賣肥料、自給肥料。相對於自給

肥料，需要付費購買的肥料，特別是化學肥料，因此亦被稱作「金肥」。台灣的

販賣肥料主要有：化學肥料；動物性肥料，如骨粉、魚粕等；植物性肥料，如大

豆油粕、落花生油粕等。自給肥料主要有：綠肥、堆肥、人糞尿、燒土、牛豚糞、

籾殼、草木灰、其他等。48	

	 	 	 	日本統治台灣初期，製糖業者率先進口豆粕作為肥料使用，台灣總督府也開

始推廣綠肥栽培，並給予各地方廳綠肥獎勵費、設置綠肥模範田等，展示肥料對

於稻作生產的效果，且不斷宣傳施肥在農業上的必要性。經過台灣總督府的政策

推廣，肥料在農業生產費所占比例逐漸提高，1912 年每甲土地面積的肥料消費

約 10圓左右，1920年每甲土地的肥料消費增加至 46圓，1937年每甲土地的肥

料消費則達到 93 圓之多。49	顯見農民在農業生產上對於肥料的依賴。	中日戰

爭開始前，台灣的肥料消費量情況，首先可從販賣肥料與自給肥料的變化來看。

1933 年以前，販賣肥料與自給肥料的消費情形大致相同，但是 1933 年以後到

1937 年這段期間，販賣肥料與自給肥料的消費皆快速增長，而販賣肥料的消費

成長幅度則高於自給肥料。到了 1937年前後，比起 1920年代中期，肥料的消費

約增長 2倍。（見圖 1）	 	

	 	 	 	台灣的肥料主要依靠輸移入，在前述的四種重要單肥：硫安、石灰窒素、過

燐酸石灰、加里肥料當中，二戰以前在台灣島內有製造生產者，僅過燐酸石灰，

戰爭開始後才添加石灰窒素的生產製造，至於硫安以及加里肥料，則全仰賴輸移

入。此外，在有機肥料當中，最重要的大豆油粕，台灣島內亦能自行生產。化學

																																																								
47 台灣總督府農商局，《台灣農業年報（昭和18年版）》（台灣總督府農商局，1943），⾴
211。 
48 台灣總督府肥料檢查所，《肥料要覽（昭和 17 年）》（台灣總督府肥料檢查所，1943.11），
⾴ 4-7。 
49 《台灣の農業（昭和13年版）》（台灣總督府殖產局，1938.09），⾴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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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當中，以硫安最為重要，過去研究已經指出，在 1920年代前期，台灣的硫

安來源主要從國外進口，而負責進口販賣事宜的輸移入商即為三井株式會社。50	

雖然硫安在 1930 年代初期，基本上是以外國進口為主，但是進入 1930 年代中

期，由日本自行生產的硫安，其移入台灣市場的數量，開始大幅超過從外國進口

的硫安。因此，日本自產的硫安取代過去外國進口的硫安，盤據台灣市場（見圖

2），其中主要有三井系硫安、三菱系硫安、滿洲硫安等，相互競爭台灣的硫安市

場。51	其次，過燐酸石灰雖然台灣島內可自行生產，但 1930年代前半，從日本

移入的數量約為台灣產量的 2-3倍（見圖 2）。至於石灰窒素，在 1930年代前期

主要皆依靠從日本移入（見圖 2）；加里肥料的輸移入量，在 1930年代初期是以

日本移入為主要，中期是靠外國進口（見圖 2）。	

	 	 	 	此外，在販賣肥料當中，最重要的兩項肥料則為硫安及大豆油粕，大豆油粕

主要依靠從滿洲的進口，其進口數量遠遠超過當時台灣島內的產量（見圖 2），台

灣對於大豆油粕的市場需求僅次於日本本土，而硫安在 1930年代初期主要從德

國進口。52	在 1930年代中期以前，大豆油粕的需求量遠高於硫安（見圖 2），戰

爭開始後，硫安的需求則超越大豆油粕。戰爭前台灣肥料的供需情形大抵如前述，

以下將進一步從供給與需求層面，來討論戰爭前台灣肥料的流通與消費管道。	

	 	 	 	 	 	 	 	 	 	 	 	 	 	 	 	 	 	 	

																																																								
50 陳⾦滿，《台灣肥料的政府管理與配銷（1945-1953）─國家與社會關係之⼀探討》（台
北：稻鄉，2000.02），⾴ 35。 
51 《台灣の農業（昭和 13 年版），⾴ 152；林佛樹，〈第⼆⼗⼀編台灣の肥料事情〉，《台
灣經濟の基礎知識－附⽶穀肥料糖粉年報》（台北：台灣經濟通信社，1938），⾴ 429-
431。 
52《台灣の農業（昭和 13 年版），⾴ 152；林佛樹，〈第⼆⼗⼀編台灣の肥料事情〉，《台
灣經濟の基礎知識－附⽶穀肥料糖粉年報》，⾴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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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販賣肥料與自給肥料消費量之變化指數	

資料來源：	《台灣經濟年報（昭和 16年版）》（東京市	 :	國際日本協會，1941），頁 20-21；《台
灣經濟年報（昭和 17年版）》（東京市:國際日本協會，1942），頁 8；《台灣經濟年報（昭和 18年
版）》（東京市	 :	國際日本協會，1943），頁 8；《台灣經濟年報（昭和 19年版）》（東京市	 :	國際
日本協會，1944）頁 12。	
	

	
	 	 	 	 	 	 	 	 	 	圖 2、主要肥料輸移入量、製造量（1930-1942）	 	 	單位：瓩	

	 	

	 	 	 	台灣肥料的供給來源，可分為島內自行生產製造與輸移入兩種。台灣肥料工

業的發展，始於 1910年台灣肥料株式會社的設立。1919年東亞肥料株式會社成

立，其後東亞肥料株式會社與台灣肥料株式會社合併。1935 年台灣電化株式會

社、1937年台灣化學工業株式會社、1939年新興窒素株式會社、1941年台灣有

機合成株式會社等肥料製造業設立，在台灣島內生產過燐酸石灰、石灰窒素等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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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石灰窒素的製造生產則須等到台灣電化株式會社設立後才開始。53	相對於

此，朝鮮則比台灣更早設立肥料工場，窒素肥料的生產亦於 1930年即藉由朝鮮

窒素肥料株式會社的設置而開始。54	至於其他業者則多為調和肥料（複合肥料）

的製造，如杉原、義順、和榮、安部幸商店等（見表 1），55	因此台灣所需的肥

料主要仍依靠輸移入，供給島內使用。	

	 	 	 	 1927年「肥料取締法」在台灣實施，同時設置「肥料檢查所」，對於非自家

用的肥料，其生產製造、輸移入、買賣等營業，原則上都必須受到台灣總督的許

可而領有執照，而肥料的買賣營業認可，則交由地方知事或廳長負責。56	從表 1

分析，肥料的製造、輸移入業者，主要多集中在台北州、高雄州，這應該是由於

當時肥料原料的進口主要從基隆、高雄兩港口上岸，至於其他地方如新竹州、台

中州、台南州、花蓮港廳等，僅有少數零星幾家輸移入業者。57	對於這些生產製

造及輸移入的肥料，農家是透過哪些流通管道進而取得肥料，以下將繼續說明。	

	

表 1、肥料的製造、輸移入業者（1937年度）	

營業種類別	 營業者名	

製造	 台灣肥料株式會社（台北州基隆市）、台灣電化株式會社（台北

州基隆市）、杉原產業株式會社（台北州台北市）、合資會社和榮

商會（台北州台北市）、豐田合資會社（台北州台北市）、株式會

社安部幸商店台灣支店（高雄州高雄市）、日本炭酸株式會社（高

雄州高雄市）、鳳山振農株式會社（高雄州高雄市）	

輸移入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台北支店、三菱商事株式會社台北支店、義

																																																								
53 千草默仙，《會社銀⾏商⼯業者名鑑(昭和 10 年版)》（台北市：圖南協會，1935），⾴
179；千草默仙，《會社銀⾏商⼯業者名鑑(昭和 17 年版)》（台北市：圖南協會，1942），
⾴ 66；陳⾦滿，《台灣肥料的政府管理與配銷（1945-1953）─國家與社會關係之⼀探討》
台北，⾴ 19-22。 
54 樋⼝雄⼀，《⽇本の植民地⽀配と朝鮮農民》，⾴ 77。 
55 林佛樹，〈第⼆⼗⼀編台灣の肥料事情〉，《台灣經濟の基礎知識－附⽶穀肥料糖粉年
報》，⾴ 437。 
56 「肥料取締法施⾏規則」，《府報》，第145號，1927年7⽉5⽇，⾴13；「台灣總督府肥料
檢查所規程 」，《府報》，第145號，1927年7⽉5⽇，⾴21。 
57 關於肥料的製造、輸移⼊業者，可參考各年度《肥料要覽》，在此僅以1937年戰爭前後
的名單為例說明。另可參考，《台灣肥料輸移⼊商及同製造賣買業者名簿》（台北：台灣
肥料輸移⼊商同業組合，1938），⾴1-3；《肥料界⼈事錄（昭和15年度）》（東京：肥料農
產新報社，1939），⾴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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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商事株式會社、株式會社盛進商行（移入）、杉原產業株式會

社、日滿商事株式會社台北出張所（輸入）、株式會社賀田組（移

入）、株式會社新興商行、合資會社山本商店、郭瑞麟（輸入）、

周再興（輸入）、鄭再發、劉金定、合資會社和榮商會、莊輝玉、

陳合發商行、林錦明、古川勳（移入）、三井物產株式會社高雄

支店、大正興業株式會社高雄出張所、三菱商事株式會社高雄

支店、株式會社安部幸商店台灣支店、株式會社永豐商店、合資

會社山半商店、合資會社南隆商店、楊南海、朝日化學株式會社

高雄出張所、大成化學工業株式會社台灣出張所（移入）、合資

會社永和商行、黃春木（輸入）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肥料檢查所，《肥料要覽（昭和 12年）》（台灣總督府肥料檢查所，1938），
頁 18。	
	

	 	 	 	既有研究已經指出，農民購買、取得肥料的管道，主要約有幾種方式：由農

會、製糖會社共同購買肥料，再販賣給農民，或農民向肥料商以及產業組合購買

等，而農會在肥料的共同購買上扮演重要角色。58	誠然，農會是農民取得肥料的

重要管道之一，但是農會、製糖會社、肥料商、產業組合等，其所經手的肥料流

通與消費數量，其實際狀況如何，以及各流通管道所承銷之肥料消費總額，各據

多少比重，值得再進一步探討。如前面所提及，由於日本統治初期，肥料的施用

是台灣總督府由上而下，從施肥獎勵開始推廣，並給予肥料補助金，因此長期以

來多由各州農會、各製糖會社採取共同購買的方式，再分配至農家手裡。爾後，

伴隨產業組合事業的拓展，產業組合也加入經手肥料的購買販賣事業。59	 	

	 	 	 	從目前有限的資料判斷，依據肥料種類差異或各地農業經濟發展狀況的差異，

販賣流通情形或許有所不同，但是基本上如圖 3所示。根據圖 3，台灣的肥料是

由製造商或輸移入商進行生產或進口後，製糖會社、農會、產業組合協會、特約

大肥料商等，再向製造商、輸移入商簽訂購買契約，其後經由四種方式：（1）製

																																																								
58 陳⾦滿，《台灣肥料的政府管理與配銷（1945-1953）─國家與社會關係之⼀探討》，⾴
49-53；李⼒庸，《⽇治時期台中地區的農會與⽶作（1920-1945）》（台北：稻鄉，2004.10）
⾴ 143-149。 
59《台灣の農業（昭和 13 年版）》，⾴ 15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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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會社提供給農民，（2）各州農會將共同購買的肥料分配與郡市的農會支會，各

郡市支會則透過街庄作為中繼機關，再由街庄下的農事組合團體等，流通至農民

手中。必須說明的是，由於州廳的知事或廳長兼任州廳農會會長，郡市的地方理

事官通常亦兼任郡市農會支會的會長，60	因此透過農會系統流通的肥料，基本上

可視為透過國家行政力量來介入肥料的流通。另外，街庄役所對於肥料的流通，

其實際角色與業務究竟為何，日後值得再進一步深究。（3）產業組合系統的流通

管道，由於當時台灣尚未設立如日本本土的產業組合聯合會，只有組織、人事、

約束力都相形鬆散的產業組合協會，透過產業組合協會訂購肥料之後，再配與各

地方的產業組合進行銷售，而產業組合的活動範圍主要以街庄為主。（4）特約肥

料商販售給地方肥料商與產業組合，農民可直接向地方肥料商與產業組合購買肥

料。值得注意的是，地方肥料商同時包含批發商與零售商，而有不少地方肥料商

亦兼具籾摺、精米業者的身分。61	

	 	 	 	在圖 3中的這些肥料販賣流通管道，就其所經手的肥料所占消費總額情形而

言，在 1930年前後的消費總額中，由製糖會社、農會、產業組合共同購買的部

分，約占 2/3，肥料商約占 1/3。原本，由農會共同購買的比例在 1920年代達到

最高，而製糖會社、農會與肥料商的消費比例，大概持續到 1930年代中期，但

是進入 1937年戰爭之際，經由製糖會社、農會共同購買消費的比例下降至 6成，

而經由肥料商供給的比例提升至 4 成。62	至於在作物別的肥料消費方面，則以

甘蔗消費最多，約占販賣肥料的 5成，甘蔗所使用的肥料主要為硫安、調和肥料

（複合肥料）；水稻的肥料消費居次，約占販賣肥料的 4成，剩餘一成則為其他

作物所消費。自給肥料方面，約有 5成是由水稻消費，2成是由蔗作消費，剩餘

2-3成則是其他作物栽培時消費。63	因此，在販賣肥料的消費上，甘蔗大於水稻，

																																																								
60 澁⾕平四郎，《產業組合運動の諸動向》（作者⾃編，1935.08），⾴ 151。另可參考各州
要覽或官下職員錄，值得留意的是台東廳、花蓮港廳轄下的郡市地⽅理事官，有時似乎
不兼任農會⽀會會⾧。 
61 《基隆市商⼯名⼈錄》（基隆市：基隆市役所，1938），⾴ 15-16；台北市勸業課，《台
北市商⼯名⼈錄》（台北市：台北市役所，1940.03），⾴ 13-15；《⾼雄市商⼯名⼈錄》
（⾼雄市：⾼雄市役所，1939），⾴ 173-174。 
62 《台灣の農業（昭和 5 年版）》（台灣總督府殖產局，1930.10），⾴ 193-194；《台灣
の農業（昭和 10 年版）》（台灣總督府殖產局，1935.10），⾴ 148；《台灣の農業（昭
和 13 年版）》，⾴ 155。 
63 《台灣の農業（昭和 5 年版）》，⾴ 181-182、185；《台灣の農業（昭和 10 年版）》，
⾴ 143；《台灣の農業（昭和 13 年版）》，⾴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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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給肥料的消費狀況，則恰好相反。	

	 	 	 	從製糖會社、農會、產業組合經手的肥料消費金額來看，依序是製糖會社高

於農會，農會高於產業組合。64	相對於日本本土當時有意以產業組合系統作為肥

料流通統制的中樞機關，遂組織全國購買組合聯合會，進而引起肥料商的強烈反

彈，65	在台灣卻是產業組合與農會，為爭奪肥料的銷售而引起對立。如前所述，

伴隨著產業組合的發展，產業組合在肥料事業上的擴充，對長期以來經營肥料購

買事業的農會，勢必有所影響，因此引發兩者間的衝突矛盾。但誠如產業組合這

方所指出，州廳知事或廳長身兼州廳農會會長，而州廳作為上級，對於產業組合

又可進行監督，因此產業組合與農會的對立，產業組合自然是處於弱勢。66	然而，

在日本本土雖然農會亦進行肥料共同購買的事業，但是遠不及產業組合，67	反倒

是在台灣，農會長期對於肥料的流通扮演重要角色，故引發產業組合與農會圍繞

著肥料銷售而起的對立，此種對立情勢，進入戰爭時期的統制狀況後，則有所改

變。	

	 	 	 	二戰前台灣肥料的生產製造、輸移入、流通消費情形，從供給與需求層面來

看，大抵如上述，接著說明進入戰時統制的狀態。	

	
圖 3、戰爭前台灣的肥料販賣流通系統	

資料來源：林佛樹，《台灣經濟の基礎知識－附米穀肥料糖粉年報》（台北：台灣經濟通信社，

1938），頁422、456；李力庸，《日治時期台中地區的農會與米作（1920-1945）》（台北：稻鄉，
2004）頁143-149；高雄州農會，《肥料配合所要覽》（高雄州農會，1938），頁3；林佛樹，《台灣

																																																								
64 《台灣の農業（昭和 5 年版）》，⾴ 195。 
65 千⽯興太郎，〈產業組合による肥料配給の統制〉，《台灣之產業組合》，第47期（1930.05），
⾴6-8。 
66 澁⾕平四郎，《產業組合運動の諸動向》（作者⾃編，1935.08），⾴ 149-161。 
67 楠本雅弘、平賀明彥編集，〈戰時農林政策（昭和 14、15 年度）〉，《戦時農業政策
資料集》，第 1 集第 3 卷，⾴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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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經濟日報》（台北：台灣內外經濟日報社，1937），頁68；澁谷平四郎，《產業組合運動の諸
動向》（作者自編，1935），頁149-161。	

	

四、肥料行政組織與配給機構的整備 

（一）中樞一元化機構	

	 	 	 	 1936年日本通過「重要肥料業統制法」，率先統制化學肥料的生產，1937年

發布「臨時肥料配給統制法」、「日本肥料株式會社法」，藉以確立肥料配給的中

樞機關，透過一連串統制性法律的頒布，進行肥料事業的一元性統制配給。不過，

此時主要焦點則置於中央統制配給機關的一元化，尚未觸及末端組織配給機構的

一元化整備。受此影響，戰爭開始後，台灣總督府也逐步進行肥料事業相關行政

組織與配給機構的整備。以下將說明台灣總督府為配合帝國國策，如何在既有的

肥料事業基礎上，將中央迄末端組織重新整備的過程。	

	 	 	 	由於「多肥型」農業的特色，導致在所有的農業生產資材當中，肥料與農業

生產最為攸關，在農家生產費用中，肥料所占農家生產費的比重約 30%，僅次於

佃租，68	因此中日戰爭開始以後，肥料的供給與確保，便成為農業生產的重要課

題。肥料年度基本上是從當年 8月開始迄翌年 7月，而大豆粕的肥料年度較為不

同，是從當年 10月開始迄翌年 9月。進入戰爭之後，基於物資動員計畫與肥料

的供應情形，在肥料年度開始之前，商討分配內外地在該肥料年度當中，其各所

需的肥料數量，可謂相當重要的工作。特別是對台灣而言，由於日本、朝鮮的米

作皆為一期作，其種植時間約在每年 5、6月，而台灣的米作分為兩期，二期作

的種植時間是在 6、7月，亦即日本、朝鮮的施肥期結束後，立刻進入台灣二期

米作的施肥期，而台灣的肥料所需多數依靠從日本移入，因此日本、朝鮮一期作

的施肥期過後，肥料的剩餘情形勢必影響台灣二期米作的肥料供需。再加上此時

又將進入下一個肥料年度，因此台灣的二期米作與日本、朝鮮的一期米作在肥料

的需求上，便產生競爭關係。台灣的肥料產能極少，二期米作又與日本、朝鮮的

一期米作在肥料供給上有競合關係，因此伴隨統制的強化，台灣在肥料配額的爭

																																																								
68 伊藤憐之助，《總動員關係台灣經濟法令講座第⼆輯》（台北：台灣時報，1940），⾴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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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上顯得相形艱難。69	 	

	 	 	 	戰爭初期，肥料的供給尚無太大變化，因此 1938肥料年度的肥料供給仍可

維持正常狀態，如最重要的硫安與大豆油粕，硫安的移入量達到高峰（見圖 2），

整體輸移入量約有 23萬噸；而大豆油粕在戰爭開始後的移入量減少，整體輸移

入、製造量約在 18萬噸左右（見圖 2）。1939年由於日本、朝鮮旱災導致電力不

足，再加上煤亦不足的狀況，因此肥料的生產製造，特別是硫安的生產便發生問

題，為此農林省特別召開第一回的內外地無機肥料配額會議，來決定 1939年肥

料年度的肥料供給。本來按照第一回會議，1939年度台灣的肥料配額與 1938年

度並無太大差異，但是由於 1939年肥料的供給減少狀況，比預期中更為嚴重，

因此又召開第二回會議，決定減少 2到 3成的肥料配額。至於大豆油粕，由於滿

洲國從 1940年實施特產物專管制度，大豆油粕取得亦相形不易，因此 1940年度

的大豆油粕移入量急遽減少。70	緣此，台灣的肥料統制配給強化是在 1939、1940

年之後才正式開始。	

	 	 	 	日本成立「日本硫安株式會社」作為硫安的一元性配給組織後，台灣硫安配

給組合也相應成立。台灣硫安的供給源有三：日本本土、朝鮮及滿洲，從事日本

本土硫安的輸移入商，主要為三井物產、三菱商事、賀田組、安部幸商店等四家；

從事朝鮮硫安移入事業，主要為朝鮮窒素會社所屬的大正興業，而從事滿洲硫安

進口的則為日滿商事。71	上述這 6家硫安輸移入商，首先成立聯合組織「睦會」，

其後在 1938年 9月成立「台灣硫安配給組合」，由他們向東京交涉台灣硫安的供

給量。72	此外，肥料的相關行政，向由商工省跟農務課共管，因此也有人提出希

望肥料行政早日統一的呼籲。73	

	 	 	 	 1939 年 6 月，基於「輸出入品臨時措置令」，台灣總督府發布府令第 77 號

																																																								
69 狩野正好，〈統制下に於ける肥料情勢に就て〉，《台灣之產業組合》，第167期（1940.12），
⾴54。 
70 狩野正好，〈統制下に於ける肥料情勢に就て〉，《台灣之產業組合》，第 167 期，
⾴ 42-48。 
71 安部幸商店主要經營的台灣業務為砂糖與肥料，⽀店設在⾼雄，台北則設有出張所。
⽇滿商事株式會社的設⽴時間為1932年，主要經營硫安業務。參⾒《肥料界⼈事錄（昭
和15年度）》，⾴10、39。 
72 下⽃⽶政⾏，〈肥料界最近の事情〉，《台灣經濟叢書 7》（台北：台灣經濟研究會，
1939），⾴ 154-1544；林佛樹，〈第⼗六編戰時下の肥料界〉，《戰時下の台灣經濟》（台
北：台灣經濟通信社，1939），⾴ 182-184。 
73 〈肥料の⾏政統⼀〉，《台灣農林新聞》，第 26 號，1938 年 03 ⽉ 10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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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配給統制規則」，74	此規則意味著肥料的統制配給政策全面開始。台灣總

督府首先增設「肥料配給統制」事務一節，並增加相關職員，75	翌年 1940年設

置「台灣肥料委員會」與「台灣肥料配給統制組合」，開啟台灣的肥料配給配額

制。76	 1940年 6月 30日，台灣總督府以府令第 89號發布「台灣肥料委員會規

則」，設置「台灣肥料委員會」。77	該會由相關官員、團體代表及學者組成，擔任

指導諮詢機關，配合國策及根據台灣在帝國圈內所背負的增產方針，樹立台灣的

肥料配給計畫，	決定州廳以及作物種類所需的肥料配給。	

	 	 	 	另一方面，1940年 5月 30日則成立「台灣肥料配給統制組合」，78	令台灣

島內的肥料主要製造業者與輸移入商為該組合的組合員，由該組合統籌島內製造

與輸移入的肥料配給，79	設立之初，該組合的組合長由三井物產代表擔任，理事

則為三井物產、三菱商事、大正興業、株式會社盛進商行、日本油脂株式會社；

監事則為日滿商事株式會社、台灣肥料株式會社。80	戰爭末期參加「台灣肥料配

給統制組合」的組合員，大約如下：日滿商事株式會社、日本油脂株式會社、日

扇興業株式會社、株式會社賀田組、台灣電化株式會社、台灣肥料株式會社、合

資會社半山商店、合名會社萬谷商店、古川勳、株式會社安部幸商店、朝日化學

肥料株式會社、三井物產株式會社、三菱商事株式會社、株式會社盛進商行、杉

原產業株式會社等。81	中央的肥料行政組織與配給機構，完成整備之後，進一步

則進入末端配給組織的一元化。	

	

（二）末端配給組織的一元化	

基於台灣的農會長期以來擔任農業生產指導的角色，因此戰爭開始不久後，

																																																								
74 「台灣總督府部內臨時職員設置制中改正」，《府報》，第 3614 號，1939 年 06 ⽉ 23
⽇，⾴ 92。 
75 「輸出⼊品等ニ關スル臨時措置ニ依リ肥料配給統制規則 」，《府報》，第3811號，1940
年02⽉27⽇，⾴45。 
76〈肥料取引関係雑件／朝鮮及台湾ニ於ケル肥料配給機構整備関係／分割１〉，アジ
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典藏號：B06050445900。 
77 「台灣肥料委員會規則」，《府報》，第 3926 號，1940 年 06 ⽉ 30 ⽇，⾴ 96。 
78 〈肥料取引関係雑件／朝鮮及台湾ニ於ケル肥料配給機構整備関係／分割１〉，アジ
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典藏號：B06050445900。 
79 狩野正好，〈統制下に於ける肥料情勢に就て〉，《台灣之產業組合》，第 167 期，
⾴ 49-50；伊藤憐之助，《總動員關係台灣經濟法令講座第⼆輯》台北，⾴ 101。 
80 《肥料（飼料）界⼈事錄（昭和16年度）》（東京：肥料農產新報社，1941），⾴128。 
81 〈台灣肥料配給統制組合〉，《台灣農會報》，5:10（1943.11），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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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9月台灣總督府即發表將肥料配給交由農會統制。同時，12月發布「台

灣農會令」、「台灣畜產會令」，將畜產事業從農會分離出來，同時成立「台灣農

會」此一級組織，統籌各州廳農會。戰爭時期，畜產亦為戰爭攸關的政策一環，

特別是馬政方面，此二令的發布，意味著台灣總督府針對與戰時統制攸關的事業，

欲進一步專管與強化的政策方向。82	針對台灣總督府將肥料配給交由農會統制

的決議，立即引起產業組合的反彈。如前所述，在戰爭開始前，產業組合與農會

對於肥料的流通，已經產生爭奪情形，而在總督府發布這項決議後，產業組合更

是召開全島產業組合大會，並在會議後派代表前往總督府陳情。但是，對於產業

組合的陳情，台灣總督府仍決定維持原議，將肥料交由農會一元統籌，特別是在

1939 年後，帝國政策明確為全面積極增產，其重要的方法之一便是透過農會控

制肥料的使用，將肥料配往被列為政策重點的增產作物使用，因此台灣總督府絕

無改弦易轍的可能。83	值得留意的是，此時籌組全島大會並向台灣總督府陳情的

產業組合代表中，雖兼有日人、台人，但主要仍以日人為領導，這也與日人在台

灣民間的產業組合勢力攸關。	

	 	 	 	如圖 3所示，中日戰爭之前，台灣島內的肥料販賣流通管道，有製糖會社、

州廳農會、產業組合協會以及特約肥料商。戰爭開始後，台灣總督府決議，除新

式製糖會社的蔗作所使用的肥料外，凡各州廳下的農作用肥料，由農會一元性配

給，配給手續費則由農會發放。因此進入戰爭時期，肥料的配給改以製糖會社、

農會兩大系統為主，製糖會社直接配與蔗農，農會再透過農業組合或產業組合，

漸次往下配給。84	因此，原本可自由向供給源取得肥料的產業組合協會以及肥料

商，其原有的第一層流通系統則被消滅。相較於日本本土的肥料配給權，是交由

產業組合系統的全購聯與肥料商，朝鮮則是交由肥料商組織的統制組合、農會與

																																																								
82 〈台灣經濟⽇誌〉，《台灣經濟年報（昭和 16）》（東京都：國際⽇本協會，1941），
⾴ 19-20；林佛樹，〈第⼆⼗⼀編台灣の肥料事情〉，《台灣經濟の基礎知識－附⽶穀肥料
糖粉年報》，⾴ 445。 
83 〈第⼗四囘全島產組⼤⼤會決議事項陳情〉，《台灣之產業組合》，第158期（1940.03），
⾴51；〈協議問題及其の決議〉，《台灣之產業組合》，第165期（1940.11），⾴27；〈第⼗五
囘全島產組⼤⼤會決議事項陳情〉，《台灣之產業組合》，第171期（1941.04），⾴42。 
84〈肥料取引関係雑件／朝鮮及台湾ニ於ケル肥料配給機構整備関係／分割１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典藏號：B06050445900；〈新⽵功勞者及優良職員表
彰〉，《台灣之產業組合》，第 159 期（1940.04），⾴ 47；伊藤憐之助，《總動員關
係台灣經濟法令講座第⼆輯》，⾴ 101-102；狩野正好，〈統制下に於ける肥料情勢に
就て〉，《台灣之產業組合》，第 167 期，⾴ 50。 



	 22	

金融組合（如圖 5）、台灣則由農會獨得統制配給權。85	台灣官方所持的理由之

一為農會長期以來即扮演施肥知識的指導，這也與前述配合國策的增產計畫攸關。

不過，產業組合的基盤向以街庄為主，因此在第二次的配給權上，產業組合並沒

有被消滅，而肥料商雖然也曾針對肥料配給權的存續，不斷向台灣總督府陳情，

86	但是肥料商過去的自由販賣權，理論上應該是全被取消。87	據此，亦顯見台

灣、日本、朝鮮三者間的差異性。	

	 	 	 	等到農業會成立後，1944年原本在日本、朝鮮尚保有一定配給權的肥料商，

此時被迫面臨轉廢業，全國肥料商業組合聯合會及各郡道府縣肥料卸商業組合也

被解散，因此肥料商的配給權歸併農業會。88	 1943年 12月 29日，台灣總督府

以律令第 26號公布「台灣農業會令」，89	將台灣原本的農會、產業組合、包括肥

料配給組合在內的各種農業團體，合併成立為農業會，90	形成「市街庄農業會」、

「州廳農業會」及「台灣農業會」三級制組織。隨著農業會的成立，肥料的末端

配給組織，在戰爭末期完成一元化整備。	

	
圖 4、戰時台灣的肥料統制配給系統	

	

																																																								
85 〈肥料取引関係雑件／朝鮮及台湾ニ於ケル肥料配給機構整備関係／分割１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典藏號：B06050445900；下⽃⽶政⾏，〈肥料界最近の事
情〉，《台灣經濟叢書 7》，⾴ 156。 
86〈台灣經濟⽇誌〉，《台灣經濟年報（昭和 16）》，⾴ 31。 
87 政策構想上，應該是取消肥料商的⾃由販賣權，但在實際運作上是否仍有部分肥料，
通過肥料商流通，需要再更多資料佐證。⾒伊藤憐之助，《總動員關係台灣經濟法令講
座第⼆輯》，⾴ 101-102。 
88〈肥料取引関係雑件／朝鮮及台湾ニ於ケル肥料配給機構整備関係／分割１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典藏號：B06050445900。 
89 《台灣總督府官報》，號外，1943 年 12 ⽉ 29 ⽇。  
90 松野孝⼀，〈本島に於ける農業團體の統合〉，《台灣農業》，1:1（1944.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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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戰時朝鮮的肥料統制配給系統	

	

五、肥料配額制與重要作物的肥料配給 

	 	 	 	 1939年伴隨日本本土「肥料配給統制規則」的公布施行，台灣跟日本本土一

樣，開始實施「肥料配給配額制」。肥料配額制的配給流程如下：（1）需要者提

出申請→（2）官廳審查核定配額→（3）通知肥料製造、輸移入業者及州廳→（4）

進行配給。需要者主要可分為三類：（1）新式製糖會社、（2）一般需要者、（3）

赤糖製造業者及農事試驗場等官需者。新式製糖會社所需的肥料，直接向總督府

申請；一般需要者則是透過產業組合，以產業組合的名義，向州農會申請，個人

雖然也可以申請，但官廳仍希望儘可能利用產業組合來加以申請；赤糖製造業者

及農事試驗場等官需者，原則上經由農會支會，向州廳農會申請。官廳收到申請，

核定配額後，直接通知新式製糖會社、各州廳及相關業者，發行配票。各州廳基

於各自的配額，再根據耕作面積作為分配基礎，決定需要者的配額數量。收到通

知後，製糖會社及農會則持購買配票，向台灣肥料配給統制組合取得肥料。91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該配給制度如前所述，不僅管制單肥而已，甚至配合肥

料（複合肥料）、化成肥料也被納入。在日本本土，配合肥料的種類遭到限縮，

而對於化成肥料則嚴格限制其生產條件。至於移入朝鮮、台灣的配合肥料，如受

農林大臣許可的情形下，其製造不受限；而在台灣配合肥料的製造，如取得官廳

證明書亦受認可。因此，製糖會社可申請各自所需的配合肥料（見表 2），並由相

關業者製造生產；各州廳亦可申請州下重要作物的配合肥料，由農會製造生產。

																																																								
91 ⼩關勝海，《台灣に於ける統制物資⼊⼿⼿解說》（⾼雄：⾼雄商⼯會議所，1940），⾴
537-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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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換句話說，台灣的配合肥料比起日本本土，相對有量產的空間而沒有受到嚴格

限縮。這或許是因為台灣新式製糖會社的蔗作，相當依賴配合肥料，而台灣總督

府主要也將其他農作物的配合肥料，交由州廳農會設置配合肥料工廠、配合所，

來生產，並根據官方當局「適地適作」的配給原則，去調控生產計畫。93	 	

	
表 2、各製糖會社蔗作用配合肥料及化成肥料	

配合肥料	 化成肥料	

台灣臨時配合肥料 1-22號	 台灣臨時朝日化成肥料 1-2號	

台灣臨時帝糖配合肥料 1-15號	 台灣臨時住友化成肥料	

台灣臨時明糖配合肥料 1-2號	 台灣臨時日窒化成肥料 1-2號	

台灣臨時日糖配合肥料 1-5號	 台灣臨時朝窒化成肥料 1-2號	

台灣臨時鹽糖配合肥料 1-5號	 台灣臨時菅沼化成肥料 1-2號	

台灣臨時昭糖配合肥料 1-7號	 	

台灣臨時源成配合肥料	

台灣臨時新興配合肥料 1-4號	

資料來源：小關勝海，《台灣に於ける統制物資入⼿手解說》（高雄：高雄商工會議所，1940），
頁 530-530。	
	

	 	 	 	 1939年日本政府確立增產計畫後，如何確保肥料被使用於增產的重點作物，

以及確立作物施用肥料的順位，便是肥料的配給重點。如前所述，戰爭前的販賣

肥料，其主要消費作物為蔗作與稻作，蔗作用的肥料量是多於稻作，而稻作用的

肥料主要仰賴販賣肥料與自給肥料並行。積極增產政策開始後，肥料的施用重點

便轉變為稻作優先、其次則為蔗作，第三為麥類、甘藷等糧食作物，以及軍需作

物，如特用作物：麻類等纖維作物，第四為基於國際收支平衡的出口作物，如茶、

鳳梨等，第五則為國內消費用的農產，如柑橘、香蕉、蔬菜等作物。94	顯然，進

																																																								
92 ⼩關勝海，《台灣に於ける統制物資⼊⼿⼿解說》，⾴ 530-534。 
93 〈配合肥料の配給統制は農會中⼼に落着か〉，《台灣農林新聞》，第 26 號，1938 年
03 ⽉ 10 ⽇，⾴ 7；〈台北台北州農會配合所落成〉，《台灣農林新聞》，第 27 號，1938
年 04 ⽉ 26 ⽇，⾴ 11；林佛樹，〈第⼗六編戰時下の肥料界〉，《戰時下の台灣經濟》，
⾴ 188-189。 
94 狩野正好，〈統制下に於ける肥料情勢に就て〉，《台灣之產業組合》，第 167 期，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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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戰爭時期後，蔗作的地位明顯受到挑戰，因此肥料的施用順位也被擠壓於稻作

之後。面對這樣的情況，糖業聯合協會則召開集會，向台灣總督府呼籲，預備砂

糖的增產，要求增加肥料的配給。95	不過隨著戰爭情勢的變化，特別是進入太平

洋戰爭以後，台灣糖業在政策上面臨是否被放棄問題，因此台灣蔗作用的肥料則

不斷被削減。96	 	

	 	 	 	另外，配合糧食增產政策，肥料的施用重點首先為稻作、其次為蔗作，因此

從販賣肥料與自給肥料的消費而言，1940 年增產政策積極開始後，使得販賣肥

料與自給肥料的消費金額都到達高點，之後販賣肥料的消費隨即下跌，但自給肥

料的消費則持續增加（見圖 1），販賣肥料的消費下跌應與其輸移入量減少有關，

連帶影響自給肥料的消費增加，同時自給肥料的消費增加，也很有可能來自於稻

作增產的使用。	

	 	 	 	再就肥料數量而言，化學肥料的輸移入量，從 1939年之後就開始減少，但

動植物性肥料的輸移入量則逐步增加（見圖 6、圖 7），直到 1941年才開始減少。

這是由於在內外地肥料配額會議上，試著以動植物肥料作為化學肥料不足的替補，

特別是動物性肥料當中的魚肥。然而，台灣總督府官員亦明白，魚肥其實並非台

灣農民所習慣使用的肥料，台灣農民接受度恐怕不高。97	 	

	 	 	 	其次，農作物最需要的氮肥，即屬硫安與大豆油粕。大豆油粕由於滿洲國的

管制，使得輸移入量遽減，但是從硫安的輸移入量而言，1938年到達最高峰，之

後一路減少，直到 1940年又開始增加（見圖 2），與糧食增產政策頗為相符合。

前述提及，經手日本硫安移入台灣的四家業者，主要有三井物產、三菱商事、賀

田組、安部幸商店等。其中，透過華南銀行在東京駐在所的帳簿明細來看，其經

手業務的金額大宗，主要為賀田組從台北所匯款的硫安資金，直到 1943年底尚

可見到賀田組在華南銀行有關肥料的進出金額，顯見 1943年底仍有肥料供給台

																																																								
95 〈肥料の圓滿配給─糖聯が當局に猛運動か〉，《台中州⽢蔗競作會特輯號》，第 56
號，1938 年 09 ⽉ 17 ⽇，⾴ 3；〈砂糖增產を控へ肥料增配を要求〉，《台中州⽢蔗競
作會特輯號》，第 105 號，1939 年 08 ⽉ 21 ⽇，⾴ 3。 
96〈台灣經濟⽇誌〉，《台灣經濟年報（昭和 16）》，⾴ 719。 
97 狩野正好，〈統制下に於ける肥料情勢に就て〉，《台灣之產業組合》，第 167 期，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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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98	

	 	 	 	然而，在整個戰爭末期，依照內外地肥料配額會議，台灣所得到的肥料配額

也呈現不斷減少的狀況，99	以 1944 年內外地肥料配額會議所決定的數量而言，

硫安的配額量以日本最多，約占 6成以上，朝鮮則為兩成以上，台灣則為一成多，

100，再加上船運的困難，因此肥料也不見得能按照內外地協議的分配量，順利被

送達台灣。101	 	

	 	 	 	因應台灣肥料配額日趨減少的狀況，台灣島內除提出自給肥料的獎勵增產方

案外，也有學者官員表示台灣其實具備自行生產化學肥料的條件，因此呼籲台灣

總督府此時應該自行生產化學肥料。雖然過去在台灣設置硫安工廠的倡議由來已

久，但是由於台灣是日本硫安的販賣市場，因此在台灣設置硫安工業的計畫，始

終未能實施。102	

	 	 	 	進入戰爭時期後，由於肥料工業的營運需要建設大型工廠，基於鋼鐵等相關

資材，應優先作為軍需用途，因此台灣的肥料工業也始終受到限制，無法大規模

展開。直到 1941年，台灣總督府鑒於硫安的重要性，始著手招聘技術人才，藉

由日本窒素株式會社，開始設置硫安工廠，啟動台灣的硫安製造產業。103	不過，

此時最重要的仍為鼓勵農家進行自給肥料的增產，尤其從 1943年開始，樹立自

給肥料的增產目標與獎勵計畫，並透過達成自給肥料增產目標的方式，來調整販

賣肥料的配給，亦為總督府的一種手段。104	 	

																																																								
98 〈株式会社華南銀⾏・経費基⾦其他受払明細帳（東京駐在所）・（簿冊番号前番
２号）〉，《閉鎖機關檔案》，⽇本國⽴公⽂書館藏，檔號：財002300002100；〈株式会社
華南銀⾏・経費基⾦其他受払明細帳（東京駐在所）・（簿冊番号前番3号）〉，《閉鎖
機關檔案》，⽇本國⽴公⽂書館藏，檔號：財002300003100。 
99 〈昭和⼗九年度の本島肥料割當⾼前年度より稍減少〉，《台灣⾷糧經濟新聞》，1944
年 06 ⽉ 09 ⽇，⾴ 2。 
100 〈肥料取引関係雑件／朝鮮及台湾ニ於ケル肥料配給機構整備関係／分割 2〉，アジ
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典藏號：B06050446000；〈肥料取引関係雑件／朝鮮及台湾ニ於
ケル肥料配給機構整備関係／分割 3〉，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典藏號：
B06050446100。 
101 〈肥料取引関係雑件／朝鮮及台湾ニ於ケル肥料配給機構整備関係／分割 3〉，アジ
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典藏號：B06050446100。 
102 德岡松雄，〈台灣に於る肥料問題〉，《台灣經濟年報（昭和 18）》（東京都：國際
⽇本協會，1943），⾴ 259-303。 
103 德岡松雄，〈台灣に於る肥料問題〉，《台灣經濟年報（昭和 18）》，⾴ 259-303。 
104 〈⽢藷肥料配給計畫〉，《台灣⾷糧經濟新聞》，1943 年 09 ⽉ 13 ⽇，⾴ 11；楠本
雅弘、平賀明彥編集，〈戰時農林政策（昭和 14、15 年度）〉，《戦時農業政策資料
集》，第 1 集第 3 卷，⾴ 17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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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1930到 1941年的販賣肥料與自給肥料消費量來看，在 1930年代前期，

每甲土地的肥料消費量當中，販賣肥料的消費量約占 5%，消費金額約占肥料金

額的 50-60％。1937年中日戰爭前後，販賣肥料消費料約占 6％，消費金額則約

占 70%左右。1940、1941年太平洋戰爭前後，販賣肥料消費量下降至 3-4％左右，

消費金額跌至 50％左右。顯見 1930年代後半，是販賣肥料使用最高峰的時期，

而進入太平洋戰爭時期，由於肥料輸移入的總量減少，在農地單位面積的施肥中，

自給肥料的比重應是越來越高（見圖 8、圖 9）。	

	
圖 6、化學肥料輸移入量變化指數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殖產局肥料檢查所編，《肥料要覽（昭和 4年）》（台北：台灣總督府殖產
局肥料檢查所，1930.11），頁 2-29；台灣總督府殖產局肥料檢查所編，《肥料要覽（昭和 8 年）》
（台北：台灣總督府殖產局肥料檢查所，1934.08），頁 1-10；台灣總督府殖產局肥料檢查所編，
《肥料要覽（昭和 12年）》（台北：台灣總督府殖產局肥料檢查所，1938.04），頁 1-7；台灣總督
府殖產局肥料檢查所編，《肥料要覽（昭和 17年）》（台北：台灣總督府殖產局肥料檢查所，1943.11），
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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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動植物性肥料輸移入量變化指數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殖產局肥料檢查所編，《肥料要覽（昭和 4年）》，頁 2-29；台灣總督府殖
產局肥料檢查所編，《肥料要覽（昭和 8年）》，頁 1-10；台灣總督府殖產局肥料檢查所編，《肥料
要覽（昭和 12年）》，頁 1-7；台灣總督府殖產局肥料檢查所編，《肥料要覽（昭和 17年）》，頁 1-
7。	

	

	
圖 8、每甲耕地販賣、自給肥料消費量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殖產局肥料檢查所編，《肥料要覽（昭和 4年）》，頁 2-29；台灣總督府殖
產局肥料檢查所編，《肥料要覽（昭和 8年）》，頁 1-10；台灣總督府殖產局肥料檢查所編，《肥料
要覽（昭和 12年）》，頁 1-7；台灣總督府殖產局肥料檢查所編，《肥料要覽（昭和 17年）》，頁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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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每甲耕地販賣、自給肥料消費金額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殖產局肥料檢查所編，《肥料要覽（昭和 4年）》，頁 2-29；台灣總督府殖
產局肥料檢查所編，《肥料要覽（昭和 8年）》，頁 1-10；台灣總督府殖產局肥料檢查所編，《肥料
要覽（昭和 12年）》，頁 1-7；台灣總督府殖產局肥料檢查所編，《肥料要覽（昭和 17年）》，頁 1-
7。	

	

六、小結	

	 	 	 	伴隨著戰時物資動員計畫的開始，「農業資材」的概念遂被明確化，並成為

政策的對象。戰爭時期首要的農業政策即為增產，因此配合增產政策，與增產相

關的生產資材首推肥料。台灣肥料在農業上的使用量，迄 1937年、1938年戰爭

前後呈現大幅成長，1930年代後半是販賣肥料使用最高峰的時期。進入 1941年

太平洋戰爭時期，由於輸移入肥料的減少，在單位面積中的施肥，自給肥料的比

重則越來越高。其次，原先台灣肥料的流通管道主要有 4種，透過輸移入商將肥

料進口到台灣之後，則由製糖會社、農會、產業組合協會、特約大肥料商等系統

流入農民手中，蔗作以外的一般農產物，其所需肥料的取得來源主要是透過農會。

1939 年 6 月，台灣總督府發布「肥料配給統制規則」，翌年 1940 年設置「台灣

肥料委員會」與「台灣肥料配給統制組合」，這意味著肥料統制配給政策的全面

開始。因此，台灣總督府先行整備中樞的肥料行政組織與配給機構整備，爾後再

針對過去既有的末端配給組織，進行一元化統制。戰爭之前的 4 種肥料流通管

道，在進入戰爭之後，僅剩製糖會社與農會。儘管產業組合在整併的過程中，極

力爭取肥料配給權，仍不敵總督府意志，其配給權被置於農會之下。要等到 1943

年宣布成立農業會，產業組合被併入農業會之中，肥料的配給權之爭，方有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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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解決。相較於日本與朝鮮，仍讓肥料商保有一定的配給權，台灣可說是由農

會獨佔肥料的配給源。	

	 	 	 	至於在作物肥料配給的優先順序上，二戰前蔗作的肥料使用量向來大於米作，

而且泰半是所謂的「金肥」，亦即販賣肥料，而米作用的肥料，基本上一半使用

販賣肥料、一半依靠自給肥料。戰爭開始之後，伴隨農產增產政策，決定肥料的

施用重點：首先為稻作、其次為蔗作，第三為麥類甘藷等糧食作物及軍需作物，

第四是基於國際收支平衡的出口作物。因此，進入戰爭時期後，蔗作的肥料使用

地位明顯受到挑戰，其肥料的施用順位也被擠壓於稻作之後。面對這樣的情況，

糖業聯合協會則是召開集會，向台灣總督府呼籲，要求增加肥料的配給。不過，

隨著戰爭情勢的變化，特別是進入太平洋戰爭後，台灣糖業被迫面臨是否廢棄的

問題，因此台灣的蔗作用肥料亦不斷被削減。不過必須說明的是，當日本本土開

始嚴格限制配合肥料之際，由於台灣的蔗作相當需要配合肥料，因此台灣的配合

肥料製造，在戰爭初期相較於日本本土，仍有相當空間。	

	 	 	 	最後，從肥料的統制過程而言，日本本土的肥料商，在面臨國家強行介入肥

料流通管道的整合時，仍發揮一定程度的抵制，並取得有利成果。但是，殖民地

台灣進入戰爭後，台灣總督府即決定將蔗作以外的肥料配給，交由具有強烈官方

主導色彩的農會負責，從這點可以發現，在特定政策上，統制或總動員的強度，

在殖民地台灣，或許更高於日本本土。	


